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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族、佛教与无我： 
圆瑛法师在战时的蒙难始末与政治立场

邵　佳徳

圆瑛法师（1878─1953）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并长期担任中
国佛教会以及中国佛教协会的领袖。他早年出家，跟随名师修学参访，精研
《楞严》等佛法经义，后又担任各地寺庙的住持，积极推动近代佛教的转型改
革，数次出访南洋推动亚洲佛教界的交流，为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尽管在近现代佛教史上，太虚的地位及其重要，而圆瑛与太虚这两位
法兄弟的关系十分微妙，但中国佛教界还是给予了圆瑛充分的历史肯定。而正
是这样一位在民国和 1949年以后都得到政教二界认可的僧人，在中日两国交
战期间，却陷入了他无法挣脱和理顺的政治旋涡中。他既需要面对出家身份与
国家公民的张力，也需要面对民族主义与佛教普世主义的冲突，最后只能通过
无我的教义尝试达成自我与外界的和解。但即便如此，圆瑛法师仍然在这段特
殊时期遭受了重大的人生挫折，这是时代发展在近代僧人身上留下的沉重的政
治负担。

一、圆瑛法师参与抗战的事迹与评价

圆瑛法师是近现代佛教界的高僧，也被作为爱国爱教的中国僧侣之楷模。
明旸法师在《圆瑛法师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中总结了其师的几大杰出贡
献和爱国事迹，包括创办教会、办僧教育、讲经弘法、住持名刹、热心慈善、
抗日救国以及热爱祖国、保卫和平。1其中，最能体现圆瑛法师爱国爱教事迹的
无疑是其在中日战争期间支持救济、维护和平的经历。

1 明旸 主编：《圆瑛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 “前言”第 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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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年谱》和其他史传材料的记载，圆瑛法师在抗战期间的主要贡献可
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发表抗战言论，鼓励民众抗战；二是组织僧侣救护队，
组织指导战区救济；三是数赴南洋筹款，支持抗战运动。

首先，在发表抗战言论方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圆瑛法师满怀
沸腾的爱国热情，以中国佛教界领袖的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
场，反对帝国主义和日本军阀的侵略行为。又以中国佛教会常务主席的名义致
书日本佛教界，谴责日本侵略者占据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呼吁日本教徒
本佛教慈悲平等主义，造东亚和世界之和平，“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
众”，“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2

其次，1937年“七七事变”后，圆瑛法师立即返沪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
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并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自任团长投入到抗
日救亡运动中。在他的发起和带动下，南京、上海等地区各寺院派出二百多名
青年僧众，成立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由其戒徒宏明任队长。之后第二汉口僧
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也相继成立。救护队成立后，他要求每位成员
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大无畏”“大慈悲”“大无我”三大精神，“大无畏”就
是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难，不怕死，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出生入死
的抗战救亡中去；“大无我”就是忘却身家之我见，置自身生死于度外去救护
伤员；“大慈悲”就是救苦救难。淞沪战争的三个月中，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
团京沪队第一分队活跃在东战场上，出动工作达百余次，来回于浏行、大场、
昆山之间实施救护，根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 1938年的报告书，上海僧
侣救护队在淞沪战争中所救护的伤兵及租界难民总共有 8273人，被上海报纸
誉为“英勇僧侣”，外国报纸称他们为“战神之敌”。3此外，圆瑛还组织在觉园、
圆明讲堂等地设立难民收容所，收治难民、提供饮食。4并发起组织掩埋队，圆
瑛任总队长，队员由上海玉佛寺、法藏寺、清凉寺、国恩寺、关帝庙、报本堂
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组成，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

第三，在南下筹款方面，圆瑛与中国佛教会理事于 1937年 10月向内政
部呈函称说明了缘由：

2 圆瑛：《中国佛教会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界书》，《佛学半月刊》第 26期，1931，第 13页。
3 明旸 主编：《圆瑛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第 139页。
4 明旸 主编：《圆瑛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第 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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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下抗战开始，各地救护工作，极为需要。上海方面，本会已会同上
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组织僧侣救护队百五十人，分赴前方服务。救护受
伤官兵甚多，各地僧侣已受救护训练者尚多。惟以本会经费支绌，华北灾
区救护分团尚未能迅速设立，且医药用具及救护车辆均甚缺乏，以致救护
工作，无法开展，爰照章程第十五条之规定，特推本会理事长圆瑛于本月
下旬前赴南洋、新加坡、槟榔屿等处筹募捐款，以期救护团得及早充实力
量，发挥救护工作之效能。5

在此次南下之前，圆瑛已经六度赴南洋弘法，足迹遍及新加坡、马来西
亚、印度、菲律宾、泰国、缅甸、印度、斯里兰卡、朝鲜等国，与东南亚国家
建立了良好的佛教关系网。尤其第一次奉寄禅和尚之命南下恭请舍利、玉佛供
养，早在 1907年，6客观上推动了与东南亚佛教网络的互动。后来被认为近代
佛教史上最具有世界眼光的太虚，则要到十年后才开始迈出国门进行有意识的
全球弘法。

1937年 11月，圆瑛法师携徒明旸法师启程奔赴南洋，为抗日救亡筹集善
款。《圆瑛法师年谱》中，对此行有一段较为详细的整理：

十一月十七日抵新加坡，承佛教居士林林长李后承等人迎请讲经。十
一月三十日，大师应新加坡天福宫忠心法师等人之请讲经圆满后并传授皈
戒。十二月三日，承南洋雪兰莪千佛寺明妙和尚，东莲小筑胜进法师，华
果法师，三宝洞清心法师，宗鉴法师等人之请，启建祈祷世界和平息灾法
会，大师主持法会，规模宏大，参加者甚多。并请讲演佛学，挽回劫运，
特在楞伽山千佛寺前摄影留念。十二月上旬，大师于新加坡总商会演讲，
号召我炎黄子孙，共赴国难，组织“中华佛教救护团新加坡募捐委员会”，
汇款汉口，组织第二僧侣救护队。之后再到吉隆坡、槟榔屿总商会，组织
募捐委员会，汇款组织宁波第三僧侣救护队。根据明旸法师回忆，大师在
新加坡募捐，得到侨绅陈嘉庚先生大力支持，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日救国筹
赈会。并在总商会讲经，以及天福宫忠心和尚、天公坛达明和尚、普陀寺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圆瑛等致内政部呈》，《抗战初期佛教徒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史料选》（上），
载于《民国档案》1996年第 4期，第 35页。

6 明旸 主编：《圆瑛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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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道和尚、转解和尚、龙山寺宏船法师、薝葡院广洽法师等人，利用讲经
说法的机会，作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动侨胞踊跃捐助，筹募账款。星洲各
报，大力支持，宣传报道，收效极大。大师又到吉隆坡，得到胡文虎、胡
文豹两位先生的支持，热诚捐献。并由商会会长黄重吉先生等人协助筹
款，组织“筹赈会”。大师又在该地大会堂、威镇宫、观音寺等处与妙志
法师、一心法师、振敏法师等人，讲演佛学，宣传抗日，收效甚巨。又到
巴生坡观音亭转物老和尚和商会侨绅苏先生等护法居士处，作抗日救亡筹
款演讲，收效很大。大师每到各处，报界人士积极拥护，大力宣传，报道
六十岁的高僧圆瑛老法师，为了拯救祖国，远渡重洋，奔走呼号，使海外
赤子，热血沸腾，出钱出力，保卫祖国。7

可见，圆瑛法师此行南洋募款是非常成功的，得到了陈嘉庚、胡文虎、胡
文豹等侨绅的支持，每到一地通过讲经、弘法，举行皈依、法会等方式，和当
地佛教界广结善缘，然后晓以中国佛教界参与抗日救难事迹，开展募款。他将
筹集的善款，用于抗战与救难，资助了多支僧侣救护队。次年圆瑛回国后视察
了沪上收容所、掩埋队和佛教医院，据称经费仍较困难，因此复与明旸法师于
1939年 9月赴南洋向各地侨胞报告僧侣救护队情况，提出“一元钱救国难运
动”，筹得叻币五六万元汇交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8

综上而论，根据《年谱》等史料记载，教界和学界目前对于圆瑛法师在抗
战中的功绩和评价是非常积极的，甚至可以说圆瑛在近现代佛教界的地位，很
大一部分也是因其在抗战中的积极表现奠定的。但是关于圆瑛在抗战中的经
历，民国时期的僧人、政府和社会舆论也留下很多不同的声音，主要是关于圆
瑛抗战中第二次下南洋归国后被捕蒙难一事，各方的态度和叙事有较大的差
异。

二、圆瑛法师被捕事件前后

圆瑛法师在 1939年 6月从南洋回国后，不到四个月就遭日本淞沪宪兵拘
捕。根据圆瑛弟子叶性礼的回忆：

7 明旸 主编：《圆瑛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第 140─141页。
8 明旸 主编：《圆瑛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第 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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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八年秋又回国到沪，当时即有某甲，暗思陷害，指使某乙，密报日
方南京宪兵司令部，谓法师乃抗战分子，曾在南洋募钜款，救济重庆政
府。法师闻此风声，暂避他处。至九月初一日，圆明莲池会成立，法师正
在讲经礼佛，忽有日方汽车四辆，载宪兵多人，包围讲堂，法师及明旸
师，遂同时被逮。是时秋风正紧，衣服单寒，法师遂默祷观音大士，放自
然气，充满师徒二人，以免饥寒。次日拘送南京，越一宿竟不觉凛饥之
苦。法师自念，默祷有应菩萨于饥寒，既可保全于身命不至危险，旋即拘
禁于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师又自念地狱天宫，皆为净土，随处可作道
场，因一心念佛，恬静若平时。审问时先问明旸师，种种恐吓。后乃审讯
法师，面目狰狞，几濒于危，法师从容陈辩，率为折服，且渐加优待，并
与某乙治以反造之罪，逮捕严讯拷打终日，亦见报应之速。后以甘言劝诱
法师，使与合作，法师以老病却之。农历九月廿八日，释放返沪。始复自
由，仍住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事著述。乃某甲以奸谋不遂，又向重庆
诬报，谓法师受伪政府南洋宣抚使之命，已搭轮出国，幸蒋主席明察其
情，不予置信，始得大白。9

尽管叶性礼作为圆瑛的皈依弟子在纪念其师时所写的文字难免立场比较明
显，但叶氏对此事件原委的回忆较为详细。另一种较为重要的记述材料来自与
圆瑛同时被捕的明旸，他在《年谱》中回忆道：

……先师在大殿上供礼佛，突然来了日本宪兵队四辆汽车载有宪兵数
十人，一部分包围附近所有弄口，大部分冲入讲堂，如临大敌，态度恶
劣，以抗日分子罪名将先师和我二人同时逮捕，手铐登车，驰往北四川路
桥堍“日本宪兵司令部”，受到严刑拷打，并以手枪指着先师胸前说：“你
怕不怕死呀＂！企图迫使先师承认“抗日救国有罪”。牢狱里过了一夜，
已初步尝试了日本宪兵对中国人民进行迫害的各种苦辣辛酸。次晨又将我
们师徒押上军车，解往南京日本宪兵总司令部。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耽
耽，情况非常紧张，非言语文字所能形容，惟师一心念佛，平静如常。每
当夜阑人静，万赖俱寂时刻，日本宪兵就对先师进行严刑审讯，态度野
蛮，几濒于危，师以从容陈辩，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坚持了中国人民大

9 叶性礼：《圆瑛法师事略》，《佛教人间》第 1卷第 2期，1947，第 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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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的民族气节。先师虽身系囹圄，心念地狱天宫皆为净土，随处可作道
场，以平生功行宏深，除审讯外，见缝插针，连续打了三个“净七”并绝
食，以此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经过一番十分激烈的较量之后，日本宪兵队长见先师威武不能屈，被
迫转而劝语先师与他合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先师以老病相辞。10

上述记录均展示了圆瑛法师在被捕蒙难过程中的英勇表现，也引导了后人经常
赞赏他不畏日军的英雄气概和坚决不从的民族气节。此事对于圆瑛的个人生命
历程来说也颇为重要，影响了他在教内的地位和之后的道路选择。不过圆瑛这
一段特殊经历，在 1930─40年代间的国内外舆论中却产生了诸多猜疑和不同
声音。《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总汇报》、《晶报》等各大小报纸均
对此事进行了追踪报道和关注，据统计光是国内媒体在圆瑛被拘捕的一月内就
刊载了近百篇报道。11但多数仅是互相转载和猜测，关于圆瑛被捕之事，可以
说很多细节依旧谜团重重。

谜团之一是日本方面为何抓捕圆瑛。缘由据当时报纸称，因为圆瑛在“七
七事变”之后，募集了大宗的款项献给国民政府作抗日军费，这对于日本军方
当然是不能接受的行为。在明旸法师等人的叙事中，都只提及了圆瑛面对日方
的审讯，从容陈辩、义正词严、坚贞不屈，最后日本方面无计可施，慑于法师
威信只得释放。而也有报道进一步称，圆瑛曾自认“款是募了的，并未作军
费，只是作了救济伤兵之费”，12以此否认日方的指控。当时不仅是上海等城市
的舆论有此报道，香港包括南洋地区的报章也都关心、转载此事。例如《香港
工商日报》称：“据传彼前曾在沪募集十万元，献与中国政府，共抗战费用，
圆瑛承认曾募得巨款，救济伤兵，并非供作战费之用云。”13《大公报》指出圆
瑛“因被指在战事期间在本埠筹款十万元交中国政府以从事抗日战事。圆瑛承
认筹得款项，但坚称未充军费，而系援助伤兵”。14而此种论调一出，社会上又
有质疑圆瑛所募之款下落的问题。后来有报纸专门登载说明此项捐款充作佛教

10 明旸 主编：《圆瑛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 “前言”第 8页．
11 许效正：《民国报刊中的圆瑛大师蒙难记》，《圆瑛法师爱国爱教思想学术论坛论文集》，2023，第

373页。
12 法舫：《从圆瑛被捕说起》，《海潮音》第 21卷第 1期，1940，第 3页。《释圆瑛被敌捕去》，《海潮
音》第 20卷第 12期，1939，第 23页。

13 《日警绑架圆瑛法师》，《香港工商日报》1939年 10月 21日，第 1张第 2版。
14 《圆瑛法师被捕，事前已有迹象》，《大公报》1939年 10月 25日，第 2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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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灾区救护团经费，各项支出佛教会都有账可稽，并非下落不明。15可见当时
社会各方面对此事颇为关注。16但也有观点认为圆瑛真正被捕的原因是因为拒
绝了日本方面的合作邀请。17

谜团之二是谁出面邀请圆瑛合作，日本方面为何看重圆瑛。根据《申报》
等当时媒体的报道，日本人在抓捕圆瑛之前，曾要挟他出任伪中日佛教协会会
长，遭到拒绝后才有了抓捕事件。叶性礼的回忆中称日本宪兵团长劝诱法师被
拒，《年谱》则称敌伪政府多次要求圆瑛出任会长职务。根据王新等人的回忆，
“邀请”圆瑛出任会长的具体人物，是真宗东本愿寺派的藤井草宣。后来圆瑛
被释放后，藤井还有数次前去纠缠，试图说服圆瑛。18王新的回忆文章没有给
出这个说法的资料来源，但是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藤井去劝说圆瑛确实是有可
能的。藤井草宣曾跟随水野梅晓、铃木大拙等日僧与中国佛教界有长期接触，
与太虚、大醒等教内僧人和重要居士都有交往，并长年主持东本愿寺在北京、
南京、上海等地的布教工作。在 1934年由铃木大拙带领的“佛迹旅行团”对
中国的访问中，藤井一行就曾于 5月在宁波阿育王寺与圆瑛等法师会面过，并
且当时圆瑛任中国佛教会的会长，旅行团是作为重要会面来安排的，因此二人
算是故交。19在藤井草宣之子藤井宣丸目前住持的爱知县净圆寺中，还藏有大
量中国佛教史料，其中有一页沦陷时期疑似藤井与中国僧人的笔谈手迹，其中
透露出的信息也表明日本当时在留意物色合适的僧人出任沦陷区的佛教领袖一
职。20

15 《圆瑛募捐下落》，《晶报》，1939年 11月 8日，第 3版。
16 关于圆瑛在抗战中蒙难被捕一事，当时上海、香港、南洋各地的报纸多有报道，虽然不乏各种揣
测之言，但都表明各界出于不同目的十分关心此事发展。

17 《圆瑛被捕 押日宪兵部中 被捕原因传说不一》，《大公报》1939年 10月 21日，第 3版第 1张。
18 王新：《回忆圆瑛法师》，《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卷 18，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 492页。
19 広中一成、长谷川怜 编著：《方镜山浄圓寺所藏藤井静宣写真集》，東京：社会評論社，2017，第

57页、64页。
20 该页手书中罗列了谛闲、印光法师去世后中国有圆瑛、仁山、太虚三大法师，另外有虚云、倓虚。
年代不详，但应是 1940年以后的资料。每位法师姓名旁均有备注，例如圆瑛注“闭居”，仁山注
“活力最大”，太虚注“遁边”等。后来是“活力最大”的仁山当选了 1943年在南京成立的伪中国
佛教会的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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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1934年铃木大�、�井���一行在�波阿�王��访圆���师21

图二：�井�����中国�人的�谈手�22

谜团之三是日本军方释放圆瑛的原因为何，以及圆瑛是否与日方达成某种
协议。可以想见的是圆瑛被捕后佛教各方都设法营救，但对于他被释放起到了

21 広中一成、长谷川怜 编著：《方镜山浄圓寺所藏藤井静宣写真集》，東京：社会評論社，2017，第
64页。

22 王颂主编：《日本爱知县净圆寺所藏民国佛教稀见文献》第 10册，北京：中国书店，2023，第 5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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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实质作用还很难确定。23而反面的声音却时有发出，例如法舫在 1939年底
撰写的《从圆瑛被捕说起》一文中认为，有报道称圆瑛之所以被释放，是因为
与敌伪达成了允诺的协议并签字，他认为圆瑛是“屈服”了。同时法舫呼吁广
大僧人不能屈服、效忠敌人，并要重庆政府命令撤销上海的中国佛教会，另行
召集全国佛教徒会议，重新组织新佛教会。24与法舫该文同期发表在《海潮音》
第 21卷第 1期的还有太虚关于“文化进攻”的抗战檄文和其筹组访问团出访
东南亚的宣传，两相比较，意味颇深。

其实圆瑛被捕一事之所以谜团重重，除了不同时期、不同角色的叙事有差
别外，还涉及近代佛教界内外的权力斗争。比如《觉音》上署名“天军”的
《圆瑛和尚的被绑与放还》一文，虽没有透露该事件的详细原委，但对于圆瑛
在沦陷期间任佛教会名义上会长一职颇有微词，对其被绑与放还的经历也无同
情之心，反将之视为“笑话”，多少透露出幸灾乐祸的心态。25这其中明显有不
同佛教界人士的立场差异。而前述叶性礼的回忆文章中的“某甲”数次企图控
告圆瑛，被认为的被捕一事的始作俑者，虽然作者没有点出具体人名，但如果
真如此则不难发现其与圆瑛的结怨甚深。当然，大多数教界人士对圆瑛被捕一
事表现出了高度关注、同情和愤慨，并尝试多方呼吁和营救。例如《总汇报》
称：“佛教人士深为焦虑，刻各方正在竭力营救，以期早日释放云。”26《申报》
载：“……迄今已二十日，虽经各方营救，但仍无被释消息。”27除了他的弟子
外，与他见解不一的太虚也对圆瑛被捕表示“忧念”。僧界元老印光法师更关
心圆瑛安危，曾试图亲赴营救并汇款支持，后在得知圆瑛安全被释放后，印光
欣喜异常，连夜给他写信问候称：“前日接手书，知诬事已明，送回讲堂。而
且于此危险之中，得大相应工夫，可谓因祸而得福。正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
争得梅花扑鼻香。愿从此后，专以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法门，以为在三界牢狱
中诸佛子说，则其利益，唯佛能知。”28甚至远在南洋槟城的佛教界还专门召开

23 据白圣长老的传记称，当时上海佛教界为营救无计可施时，白圣联系了圆瑛的旧识、台湾的善慧
法师和藤井草宣开展营救。当时善慧还任杭州日华佛教会会长，故与日方相熟。而藤井具体以何
方式营救、是否劝服圆瑛配合日本佛教，细节不得而知。参见《本会名誉理事长白圣老法师略传》，
《中佛会刊》第 74期，中国佛教会，1989。

24 法舫：《从圆瑛被捕说起》，《海潮音》第 21卷第 1期，1940，第 3页。
25 天军：《圆瑛和尚的被绑与放还》，《觉音》第 11期，1939，第 1页。
26 《圆瑛被捕性命不致危险》，《总汇报》1939年 10月 27日，第 3版。
27 《圆瑛法师踪迹》，《申报》1939年 11月 2日，第 10版。
28 印光：《复圆瑛法师书》，《印光法师文钞 ·三编补》，成都：巴蜀书社，2016，第 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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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佛教大会，商议援救策略。29这些不同派系和权力的博弈，很大程度上增
大了我们拨开事实迷雾的难度，但也真实反映了近代佛教发展的生态。

考察整个圆瑛蒙难事件前后，大约经历了一个月余。30圆瑛被日本方面释
放的时间大约在当年的 11月 22日后，因被捕一事，之前安排的再赴新加坡
为中国阵亡将士启建追悼法会的计划也被迫搁置。31获释后他一度闭门谢客，
之后圆瑛再下南洋则要到 1948年春，可见此事对其打击颇为沉重。1940年圆
瑛致函中国佛教会辞去理事长及灾区救护团团长职位，自述原因是年龄日增，
精神日损，老疾之躯，不堪任事，以免壅塞贤路，贻误大局。他只希望日后能
闭门静养，谢绝访客，著述经义。32直到 1942年 5月，他才应靳云鹏之约前往
天津弘法，具体原因，圆瑛没有细说。他在到达天津的欢迎会上发表答辞，认
为学佛识因果可以转乱世为和平，但更要靠修行不起我执，进而消除家庭、亲
族、乡党、国家的界限，如此就能自然达到和平境地。33 6月圆瑛在天津居士林
演讲“和平与慈悲”，再次提到通过爱教来达到爱国的目的，而之所以要推行
佛教，就是因为可以去除人我炽然，消解人我情见，达到生佛等观、怨亲一
相。34圆瑛的这番说辞，在平日或许听来无甚不妥，但在抗战的特殊时期、沦
陷区的特殊地区、受亲日派人士之请、面对中日军政界人士发表这类言说，难
免使人陷入对其立场的猜测。35其实，对于佛教无我思想的提倡，在圆瑛的思
想中是一贯的，他在 1920年的文章和演说中就提过，例如他在《佛儒教理同
归一辙》一文中指出：“世界之人，各各能把ʻ我 ʼ字看得轻，自然能为社会
国家服务；能把这个我见打得破，自然能致社会国家于和平。”36但圆瑛沉寂两

29 《全梹佛敎徒召开大会援救圆瑛法师先电沪调查后再进行援救》，《南洋商报》1939年 10月 30日，
第 20版。

30 具体被捕和释放时间各种材料记述有所差别，例如《年谱》前言中称 1939年农历九月初一（10月
13日）法会时被捕，农历九月廿八（11月 9日）释放，正文中又称 10月 19日遭捕，11月 10日
释放。根据当时报端各种材料，基本可确定被捕时间是在 1939年 10月 19日午后，至于释放时间，
大约是在 11月 14日左右日方基本已允诺，但又经历转移拘押地点和保释程序等，最终脱险约在
11月 22日。

31 《星佛教徒追悼阵亡将士会拟请会泉法师主持因圆瑛法师不能南来》，《南洋商报》1939年 10月 24
日，第 7版。

32 明旸 主编：《圆瑛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第 156页。
33 明旸 主编：《圆瑛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第 182页。
34 明旸 主编：《圆瑛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第 182─183页。
35 学愚：《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第

330页。
36 圆瑛：《佛儒教理同归一辙》，《南瀛佛教会会报》第 5卷第 3期，1927，第 30─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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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突然北上沦陷区并赴南京等地多处弘法，还是给时人对其政治立场产生不
少猜忌的空间，怀疑其是否在拘捕期间和之后已被策反，并用无我的教义来为
日本发动的战争开脱。

圆瑛在抗战中被捕和释放一事的来龙去脉和历史真相，或许需要通过发掘
更多史料才能还原，也可能某些历史细节会永远湮没在历史叙事中。这对于佛
教史的研究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尝试对这一谜团进行分析解读，最主
要的目的不在还原所谓真相，而是揭示在近代残酷的战乱中，一个出家僧人面
临的艰难境遇与命运抉择，这种选择背后体现的考量，才是在人性和佛性之
间、在方外与方内之际、在国族与自我之中最深刻的思想修行。

三、爱国与爱教：抗战中僧人的政治困境

虽然西迁边陲，但对于沦陷区僧人和留在上海的中国佛教会的动态，重庆
国民政府一直有密切关注。例如在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上，谢铸陈曾询问关
于中国佛教会的事宜，其中就有关于在上海的中国佛教会未遵循行政院内政部
指令尽快迁往重庆的问题。谢氏认为，内政部对政令执行不力会造成很多危
险，尤其是汪精卫政权在沦陷区活动日益活跃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很容易被敌
伪利用。在询问中，谢氏直言圆瑛在上海被捕后已经屈服，因为与日本签署了
不再募款抗日的具结书，所以才获释放。在内政部的答复中指出，中国佛教会
的派系摩擦一直很复杂，如要重新确定佛教会的领导人必须审慎。而圆瑛被捕
一事官方也不确定是否有被敌伪利用的情形。37由此可见，在官方场合，对于
圆瑛被捕一事和其政治立场，也有不少猜测质疑之声，虽然内政部代表官方的
回应相当谨慎，但对圆瑛来说其在国民政府眼中的地位显然已经岌岌可危。

与太虚相比，抗战爆发后圆瑛选择留在了上海，并且两度出访南洋先后滞
留一年多时间，这显然不是重庆政府想看到的局面。尤其在圆瑛被捕后他承认
所募款项并未上缴国民政府而仅仅用作支持救护队，或许这一说法符合真实情
况，并有助于他摆脱日方的纠缠，但也无意中表明圆瑛的行为只是纯粹出于佛
教立场，并非要刻意支持重庆政府。另一方面圆瑛后与北方沦陷地区的佛教
界、政界接触密切，而南京方面汪精卫政府也极力拉拢他。褚民谊、陈群、任

37 《谢参政员健询问关于佛教庙产之保障、佛教会之整理》，《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1940，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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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道等要员一直有意愿请他公开讲经，38后来圆瑛果于 1943年 4至 5月间赴南
京毗卢寺讲了《普门品》，39还曾口占二绝，其中一首诗提及“稽首东来观世
音”。所谓“东来观音”，是指 1941年日本当局和南京市府间交换的一尊观音
像，日本名古屋东山公园高 11米的观音雕像被赠送给南京，称为“东来观
音”，安放在毗卢寺。毗卢寺一尊唐代千手观音雕像则作为“西来观音”回赠
给日方。双方为接收和赠送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南京方面汪精卫、驻日大使褚
民谊、南京市长蔡培等均参与了此次活动，政治意味十分浓重。401942年 9月
圆瑛曾于南京承恩寺和往生莲社讲经，当年北上弘法后又返回南京与陶保晋等
人发起重兴承恩寺、扩展往生莲社事宜。战后，陶保晋、往生莲社等都因为与
敌伪沟通受到清算。41这些活动都无疑公开表明圆瑛和汪精卫政府有直接接触。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境遇中，爱国和爱教的立场似乎被撕裂了，对于圆瑛来说，
爱国还要面临在不同政府代表间的选择，这可能都是不得已的选择。

圆瑛在早年公开发表的一些诗文中，曾署名“方外圆瑛”，42多少表明他对
自己身份的认定是一个独立于世俗世界的方外人。后来，圆瑛开始逐渐认同对
世俗事务甚至政治事务的参与，并认为这是一种公共义务，与个人的僧人身份
并无冲突。例如他以佛教僧人身份倡导爱国、提倡世界和平，是因为其自认是
国民一分子，他于 1929年在对军界的福州教导团演讲《国民应尽天职》时说：
“圆瑛虽居僧界，为佛教之信徒，究竟同是国民一分子，所以当具爱国之心肠，
时切爱民之观念。”他主张国民生在宇宙、国家之内，爱国就是人之天职，认
同国家存亡、匹夫有责的观念，提出必定有爱国心，方才可算有国民资格。圆
瑛法师深感民国以后国基不稳固、政权不统一，曾作有“爱国每垂忧国泪，感
时深抱救时心”之诗喟叹。并讲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三层意涵来总结佛教
资源可以为正民心、挽国运所作的贡献。43

38 《圆瑛法师近讯》，《同愿》第 4卷第 2期，1943，第 19页。
39 《南京毘卢寺敬请圆瑛老法师讲演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缘起》，《佛学半月刊》第 275期，1943，第 7
页。

40 参考经盛鸿，《南京沦陷八年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 788─790页。“呈请东来
观音宏传戒法请给示保护而维道场及市政府的批示布告”，1941年 10月，南京市档案馆，档号：
1002─2─1539。

41 Sun Jiang, “The Unbearable Heaviness of Memory: The Nanjing to Tao Baojin and his Descendants,”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47, Issue 1 （2013）, pp.53─70. 邵佳德：《近代佛教改革的地方性实践
─以民国南京为中心（1912─1949）》，台北：法鼓文化，2017，第 338─342页。

42 方外圆瑛：《上黄部长》，《社会杂志》第 7期，1912，第 21页。
43 圆瑛：《国民应尽天职》，《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 23期，1929, “演讲”第 1─3页。后世论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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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圆瑛已经完成了从历来僧人不问世事的姿态，到爱国与爱教合一的
转变。然而到了具体而复杂时代背景下，这种爱国爱教的合一又面临着种种考
验。在中日交战正酣的情势下，如果圆瑛的募款是完全出于爱国而支持政府抗
日，那就无法摆脱日本军警的审讯拘捕；如果圆瑛的行为只是出于佛教慈悲理
念的无差别救助，那就称不上是完全的爱国行为。这是抗战时期以圆瑛为代表
的僧人，甚至是大多数留在沦陷区的人共同面对的情境。

学界常以 1942年 9月圆瑛在对北平佛学院学生的讲话中提出观点作为其
爱国爱教的证据，圆瑛在当时的演讲中说：古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余
曰：“佛教兴衰，教子有责。”又不仅出家僧伽有责，即在家居士，亦复有责。
总而言之，佛教四众弟子当同负护教责任。44这一观点圆瑛早在 1920年代就表
达过，而且客观地说，这段讲话虽然引用了国家兴亡的经典论述，但重点并不
在号召僧众如何爱国，而是讲爱教的问题。从圆瑛对于佛教和国家或政府的基
本态度来看，他始终是侧重从佛教本位出发，即便谈对于国家的益处，也是认
为佛教有益于匡扶人心、挽救时运，进而能帮助达到国泰民安之效果。例如
1942年 6月在天津居士林讲“和平与慈悲”时，圆瑛就阐明了“政必藉教以
相成”的道理，认为爱教就是爱国的表现。45或许这个时候的圆瑛虽然与沦陷
区政府走得很近，但他已经意识到在剧变的时局中与任何一个政府的关系都不
牢靠，因为政府与国家之间并不能画等号，就像明清时期思想家对天下万民与
一姓君王所做的区别一样。故而与其强调爱国还不如讲更普遍的爱教与慈悲。
然而即便如此，圆瑛的言论还是一再被时人曲解。一直到解放以后，圆瑛在广
济寺召开的佛教人士座谈会上发言谈“爱教必须爱国”时，才彻底转换了逻
辑，比较明确地提出国家的发展对于佛教发展有前提性的重要意义，因此佛子
必须首先热爱祖国、积极参加爱国运动。46他表示新中国是人民政权，人民获
得了彻底的宗教信仰自由，佛教徒与其他国民一样享受权利，因此参加爱国主
义的学习和运动、与全体人民打成一片也是弘法利生的方式，与佛陀遗教不
悖。

我们在此无意以后来者的视角轻易评判身处时代洪流中的近代僧侣，只是
对于他们所处时代所感知的各种身份困境尝试做出同情的理解。与圆瑛类似

将圆瑛此诗论误为 1931年后针对时局所发，其实是圆瑛此前针对民国政局演讲时的言论。
44 黄夏年：《圆瑛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 99页。
45 明旸 主编：《圆瑛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第 183页。
46 《爱教必须爱国》，《大公报》1953年 1月 1日。转引自《圆瑛法师年谱》，第 273─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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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在沦陷区的很多僧人，要公开表达支持抗日的民族主义情绪几乎是不可
能的，要想保持政治的中立也是极为困难的，这恰恰反映了僧人在宗教、政
治、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下极为困窘的角色。47比起圆瑛法师，抗战和抗
战之后，更多在沦陷区生活过的僧人被冠以“汉奸和尚”的罪名受到诸多审判
和清算，他们面临的情境更为窘迫。当时上海的静安寺、龙华寺等都有所谓的
汉奸案，根据付海晏的总结，直接服务于日军宗教侵略、与日伪组织有牵涉、
配合日方的文化侵略、凭借敌伪势力迫害僧众等行为均会被定罪。当然，宗教
人士与侵略者的往来是否汉奸行为，实不易判断。战后的汉奸惩治为反对者提
供了极好的藉口，把汉奸这一流行词加入“道德化”的形象建构成为普遍的现
象，这充分表明宗教汉奸的判定背后与政治等问题密不可分。48

四、近代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层次

本文无意质疑圆瑛法师在爱国爱教方面的表率和引领作用，也不去比较在
抗战这种特殊境遇下不同僧人的不同表现，只希望通过研究圆瑛这位重要僧人
在抗战中的表现与心境，以及后人对圆瑛的评价，来展现近代佛教与政治间的
复杂关系，打开研究的思路与视野。

从太虚在北洋政府时期，尤其在北伐战争前后几年间与军政界的交往案例
可见，佛教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复杂多面的。49我们在笼统地谈论佛教与
政治关系时，得出的结论往往不甚可靠。

从晚清一批知识人热衷佛学形成的所谓佛学的“伏流”或是“政治佛学”
来看，似乎佛教与政治间曾形成密切关联，这种形态甚至延续到民国，很多民
国佛教居士本身就是官员身份。但实际上这种将世俗社会政治问题带入佛法思
考，合内外之道以解决“俗世之问题”的“政治宗教语境”只是晚清特殊时代
下的短暂风潮。50而如果从民国反迷信及庙产兴学运动来看，政府对包括佛教
在内的传统宗教的打压，似乎又变成政教关系中的主调。不过目前最新的研究
也指出所谓民国时期的佛教“法难”可能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具有破坏性。

47 学愚：《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第 336─337页。
48 付海晏：《上海静安寺“汉奸和尚案”研究》，《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 1期，第 72─88页。
49 邵佳德：《历史关口中佛教与政治的抉择─太虚在北伐前后与政界的交往》，《北大佛学》，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 147─174页。

50 蒋海怒：《晚清政治与佛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 271─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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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的发布不能展示实践过程中佛教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复杂博弈，僧人通过
请愿抗议、疏通关系等方式在地方上灵活化解政治压力的例子比比皆是，寺院
遭受的实际破坏并不如舆论宣传的那么严重。51

所以笼统地谈论近代佛教与政治高度融合或截然分离、尖锐对立，对于探
讨真实的政教关系并无太大意义，也无法解释一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观察近代
佛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应当分层次讨论，同时注重其中的历史脉络。具体来
说，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试图在“救世”与“救心”方面通过佛教发挥效用，
但这更多局限于将佛学知识作为政治资源利用，对于寺僧命运应如何安顿他们
并无过多考虑，这是佛教与政治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比如谭嗣同、康有为、章
太炎、杨度等人化用佛教义理比附近代科学、政治思想，从各种谬误中别开生
面、重新诠释，试图寻求改革救国出路。但是这股思潮随着清帝国的覆灭和政
治格局的变动，很快走向终结。到民国后虽然僧人们仍常以佛法格义现代思
想，但更多是寻求自身面临现代性挑战时的出路，很少有以之左右政局的野
心。而民国以来随着政教分离的原则进一步确立，佛学更难作为意识形态与政
治统治发生关联。相反的，作为宗教形态的佛教组织和寺僧却因为政治体制的
变革面临更多管控、不信任甚至威胁。当然面临这种困境也引发了佛教徒与政
界之间的反复博弈，这是佛教与政治关系的第二个层面。

然而无论是作为思想资源的佛学，还是作为宗教实体的佛教，都是由僧人
和居士作为承受者，只有具体到个体佛教徒的政治身份与观念，才能展示抽象
的佛教发展是如何在具象的佛教徒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交往中多元呈现的，这是
佛教与政治关系的第三个层面。一方面僧众仍寄希望于佛学作为思想资源能够
化解当时代的精神困境和社会矛盾，一方面又要为整个佛教寺僧的命运奔走呼
喊。以圆瑛为例，他在任中国佛教会会长时期，面对庙产兴学风潮，曾多次以
会长和教内长老的身份致函、发文或动用私人关系获得一些对寺僧组织的支
持，缓解政教间的矛盾，甚至很多官员成为其皈依者，但幻想当局者用佛学理
念来进行治国施政却没有可能。更重要的是，在抗战这样的近代战乱时期，官
员本身的政治身份和前途也都处在变动和危局中，僧人与之走得过近，有时不
但不能靠私谊解决整体佛教发展的问题，还可能受到政治牵连，被视作政府和

51 康豹：《近代中国之寺庙破坏运动的空间特征：以江南都市为重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 95期，2017，第 1─37页。邵佳德：《近代佛教改革的地方性实践─以民国南京为中心
（1912─1949）》，台北：法鼓文化，2017，第 139─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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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的对立面而遭受打压。
在国家对宗教的态度有所警惕甚至敌视时，想要在制度层面化解佛教困境

仍需要僧众作为“宗教家”的灵活手段。与圆瑛相比，他的法兄弟太虚作为一
个佛教徒，他对政治的理解是具有代表性的。对于政教的分合，太虚认为锡
兰、缅甸、暹罗、西藏等处本其原有文化生态，实行政教合一并无不妥。但中
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在彼时“还是政教分开好”。太虚称：“我一向就主张：
裁减僧数，提高僧格。这少数有高深智学的僧人，站于超然的地位，专门做些
弘扬佛法、办理社会公益的专业。既不障碍于行政，且可补助政治之所不及；
政治方面则负保护佛教的责任。如是，政教不合一，亦不是截然无关系；这种
不即不离、相互裨益的政教关系，是最切合于中国的环境和情形的。”52当然这
种不即不离、相互裨益的关系不可能自然形成，而要靠双方的磨合与互动。所
以他主张作为“宗教家”的角色，“必须和统治者周旋”，这是应尽的责任。他
曾明确说：“宗教家固必须把他的经常工作，局限于狭义的宗教范围内。然广
义说来，毕竟一切ʻ人的事 ʼ都属宗教家ʻ分内事 ʼ，关键在做事者与当事者
的态度与立场必需是ʻ宗教的 ʼ。而事之本身是否属于狭义的宗教性质，乃是
次要问题。换句话说，我以为在非常场合下，宗教家可以─而亦应当─本
宗教的立场，奋勇担任他所认为时势─环境─或义理上必须从权担当的
ʻ教外 ʼ性的事业，由一个经常的宗教家变为一个应权的政治家、社会工作家
等……”53况且“僧人与政治接触，并不违反教义”，故对“政治和尚”这外号，
他觉得也不坏。54

虽然近代佛教史上，圆瑛与太虚的关系经历过波折，55但二人都是佛教界
最重要的领袖人物，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了近代佛教与政治的互动中。虽然太
虚更常被视作政治和尚，而圆瑛曾几度萌生过退意，但他的地位决定了其对政
治参与的程度也很深。太虚宣称的对佛教徒参与政治、政教间关系的态度，与
圆瑛的政治实践有不谋而合处。在实际行动上，圆瑛更坚持从佛教本位出发，
虽然受到过质疑、猜忌甚至打压，但最终能够保持宗教家的本色，在与时代政

52 太虚：《由青年路向问到佛教革兴》，《觉音》第 17期，1940，第 12─14页。
53 太虚：《佛法能否改善现实社会》，《海潮音》第 25卷第 11、12期合刊，1944，第 9─14页。
54 大风：《中国佛教革新运动─太虚法师》，《香港佛教》第 132期，1971，第 7页。转引自侯坤
宏：《太虚时代》，台北：政大出版社，2018，第 262页。

55 黄夏年：《太虚与圆瑛的兄弟情谊》，《法音》2011年第 1期，第 44─50页。戒毓：《太虚与圆瑛关
系探讨》，《圆瑛大师与佛教文化论文集》，2011，第 2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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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洪流的“周旋”日益成熟，在不同时期均带领中国佛教向前。而太虚的政治
敏感性和手腕可能更为灵活，其留下的佛教遗产在今天仍具有引领作用。从理
论上说，爱国与爱教完全可以统一，圆瑛和太虚也都堪称近代佛教史上爱国爱
教的典型，但在近代不同时期政党层面的各种纷争和权力博弈中，个人的情感
与实践以及遭遇的评价，却常被无奈地撕裂，引人唏嘘和反思。


